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

——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摘要：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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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刊布了丁进先生的文章，就清华简《耆夜》中的礼制问题提出了七条疑惑，并进而对其真伪进行了质疑。
《耆夜》是清华简中较早公布的一篇，学界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其间虽有学者怀疑《耆夜》并非周初实录，但还未有将其写定年代推至战国
以下者。丁进先生语出惊人，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然细读丁文，笔者发现其中仍有许多可商之处。今特撰文对丁文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希望能有助于澄清其中的困惑。

一

丁文认为《耆夜》在礼制方面与传世文献多有抵触，并找出了七处疑点。今仍据原文的标题与顺序逐一进行辨析。

1、“不以公卿为宾主”问题

《耆夜》讲述的是武王八年伐耆大胜之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礼，武王与君臣饮酒作歌的经过。丁文以为其中体现的人员角色分配与三礼所反映的燕礼制度不符。

丁文根据《仪礼·燕礼》与《礼记·燕义》的记载归纳出饮酒礼中的两条原则：一是饮酒礼都设有主人和宾客；二是不以公卿为献主
。根据简文开头的介绍，在这场饮至礼中，周公为主，毕公为客。毕公为伐耆的主将，在庆功典礼中居客位自无异议。丁文所纠葛者，乃是周公身为“公”似不应该担任往往由膳夫担当的“献主”。

实际上，周公为“献主”并不奇怪。正如丁文所说，《仪礼·燕礼》所述是诸侯款待其下卿大夫的礼仪制度，为了避免君臣匹敌，故而宾与主都由大夫担任。然而《耆夜》反映的是天子之礼，不能够等而视之。我们知道，《仪礼》初名“士礼”，以记载士大夫阶层的仪节为主。在等级观念壁垒森严的西周，礼仪的运用也根据身份的不同而有着严格的区分。《仪礼》所记的士大夫级的“燕礼”与西周王室的“饮至礼”自然也不会完全相同。刘雨先生曾对西周金文中有关“燕礼”的记载进行了总结，得出如下结论：“在西周，王参加的大燕礼中有仪式化的‘祼’，既祼之后才有尽欢乐的宴饮。《仪礼·燕礼》不记祼仪，说明它所记燕礼属春秋士大夫级的礼仪，与西周王室大燕之礼是不同的。”
至于《耆夜》中的“饮至礼”，虽不见于传世文献，但西周早期的《周公东征鼎》
（《集成》2739）已有“饮秦饮”的记载
，基本上可以与刘雨先生所说的“西周王室大燕之礼”等同。

从金文反映的情况来看，西周王室的礼仪与《仪礼》记载的士大夫仪节不合的情况是很多的。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就以丁文所纠结的“宾主”问题为例。丁文说：“传世文献无论《仪礼》还是《左传》、《国语》，所记载饮酒礼都设有主人和宾客。此为宴饮礼的一条原则，主人是‘地主’，是宾客的招待者，与宾客是对等关系；但如果所招待的客人是自己的属下或臣子，则另选一位与客人地位相当的人代为主人”。西周金文中有“大乡”之礼，与《仪礼》所记“乡饮酒礼”仪注相似，但其只在西周王室举行，可以看作是“乡饮酒礼”的“升级版”。与丁文所说的“不以公卿为献主”不同的是，“大乡礼”的主持直接由王担任。如：

《征人鼎》：丙午，天君乡□酒，在斤。天君赏厥征人斤贝，用作父丁尊彝。（《集成》2674）

《效卣》：王观于尝，公东宫纳乡于王。王赐公贝五十朋，公赐厥涉子效王休贝二十朋。（《集成》5433）

《穆公簋盖》：王夕乡醴于大室，穆公侑尸，王呼宰利赐穆公贝二十朋，穆公对王休，用作宝皇簋。（《集成》4191）

《三年兴壶》：唯三年九月丁己，王在郑，乡醴。呼虢叔召兴，赐羔俎。己丑，王在句陵，乡逆酒，呼师寿召兴，赐彘俎。（《集成》9726）

《虢季子白盘》：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乡，王曰：白父孔□光。用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集成》10173）

从上引金文资料可以看出，在“大乡礼”中，无论被招待的是穆公一类的“公”还是虢季子那样一般的公卿，都由王直接主持典礼，并没有所谓的“避讳”。丁文所艳称的“不以公卿为献主”在饮酒礼中并没有普遍性，只存在于《仪礼》记载的诸侯“燕礼”而已。

实际上，即便我们没有掌握上述金文资料而仅就事而论，《耆夜》的记载也不存在所谓的“漏洞”。在《耆夜》的饮至礼中，毕公为客，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位与之地位相当的人代替武王作为“主”，那也非周公莫属。周公与毕公同称“公”，又是兄弟，担任“主”并无不妥。如果担任“主”的是膳夫，又如何让毕公与其平起平坐？而若依丁文所言，不但周公不应该担任“献主”，毕公、邵公等都是公卿，也不应当担当宾、介的角色。那么周公、毕公等功臣就要作壁上观，整个为庆戡耆之功而举行的饮至礼便成了膳夫等大夫的游戏了。

2、本国大臣称“宾”与称“客”的问题

丁文提出的第二则质疑为：在《仪礼》一书中，表示主客关系的词绝大多数情况下用“宾”不用“客”，而《耆夜》“用客不用宾”，对清华简“战国楚简”说十分不利。

且不论丁文仅据《仪礼》这冰山一角为准则检验所有先秦文献中“宾”、“客”的用法是否合适。其实，《耆夜》“用客不用宾”的现象非但不能说明清华简为伪，反而能证其真。了解出土文献的人都知道，在战国楚简中，表主宾关系的词以“客”为主，单称“宾”者已经不常见了。在几宗考古发掘的战国简册中，这种现象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晰。

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发掘的新蔡葛陵一号墓中，出土了1500余枚战国楚简，其中“宾”字仅三见：

与宾祷之（新蔡甲一23号简）

宾之命，命里人祷（新蔡甲三262号简）

师宾之□（新蔡零224号简）

这里的“宾”字，或读为“班”，意为颁布命令
，或疑为职名或人名
，无一表主客关系者。

著名的郭店简由荆门市博物馆于1993年发掘，730枚竹简中，“宾”字凡四见：

万物将自宾（郭店《老子甲》19号简）

宾客之礼必有夫齐齐之容（郭店《性自命出》66号简）

宾客，清庙之文也（郭店《语丛一》88号简）

宾客之用币也，非正（郭店《语丛三》55号简）

其中第一例的“宾”无“宾客”之意，而后三例表主客关系则“宾客”合称。郭店简中，除了与“宾”合称外，“客”字还出现了四次：

严乎其如客（郭店《老子甲》9号简）

乐与饵，过客止（郭店《老子丙》4号简）

六者客（各）行其职（郭店《六德》23与35号简两见）

除《六德》中“客”假为“各”外，其他两例都是表主客关系之“客”。

新蔡简与郭店简都是战国中晚期写定的，与一般认识中清华简的年代大致相当。如此大规模的简册资料中，以“宾”表主客关系者仅此寥寥几则。我们或许可以据此推断，在战国楚简中“称客不称宾”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能作为认定清华简晚出的证据。更何况我们还不能忽视一种情况的存在：古书的成书年代与抄本的写定年代不是一回事。古书在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以后，在传抄与转写过程中仍然会有一定的损伤。即便存在丁文所说的由“宾”到“宾客连称”再到“客”的演变轨迹，也不能排除《耆夜》中的“客”是由“宾”转写而来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华简《耆夜》虽然“称客不称宾”，但其成书之时的“祖本”则可能是另外的面貌。

至于古文字中的“宾”与“客”，前辈学者论述已详，但说“本国人士只能称‘宾’，不能称‘客’”确属丁文的发明。“客”从“各”，罗振玉言：“客自外来，故各从趾，象足迹由外而内”
，是个会意字。“宾”字，郭沫若说其“上从屋，下从人从止，象人至屋下，其意为宾”
。从构型上看，二者是很相似的。只不过在后来的流变过程中，“宾”字又承担了赠送客人礼物的意思，故而讹变为从“贝”之形。如《小臣守簋》（《集成》4179）：“王史小臣守使于夷，夷宾马两，金十钧”，“宾”在这里即作“馈赠”意。虽然“宾”字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演变，但并没有出现丁文所说的“本国”与“他国”之别。在表示主客关系的时候，“宾”与“客”的差别并不在此。《周礼·司仪》有云：“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相为宾也。诸公之臣相为国客。”
这里“宾”、“客”对称，则宾尊而客卑,宾大而客小。《说文》亦言：“宾，所敬也”
。可见，“宾”、“客”之别仅是地位之尊卑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丁文根据传世文献中“宾”、“客”的用法总结出了如下规律：“战国后期‘宾客’合称普遍使用，称‘客’压倒‘宾’，‘宾’、‘客’无别。”与笔者所述基本一致。但不知出于何种逻辑，丁文竟认为这种现象对清华简“战国楚简”说十分不利。

3、“东堂之客”问题

《耆夜》中的“东堂之客”，的确令人费解。其矛盾在于客位在西，既为“客”似不应居东堂。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马楠先生，但她在给出解释后又说：“亦似不合，姑陈义于此，以俟方家。”
马楠先生之所以如此审慎，是有她的考虑的。“东堂”究竟何所指，是历来礼家聚诵不已的公案，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能给出令所有人信服的解释。遇到这种情况，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存疑待考。正如这里的“东堂之客”，从现有的认识确实“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然而既然作策逸处东堂且为客，肯定是有其道理的，否则简文也不会加以强调。只不过此中缘由我们尚未可知而已。但丁文将其作为认定《耆夜》为伪作的证据，似乎有失偏颇。先秦典籍去今已远，几乎每部书中都有我们解释不通的地方。难道每一部都是伪作吗？如此说来，就真的是“东周以上无信史”了。

4、君主燕礼不酬“献主”问题

丁文在第四部分将《燕礼》中的献酬酢的次序与《耆夜》所载的饮酒礼次序进行了比较，认为其存在两处差异：“第一，作为献主的周公没有献酒，而是‘酬’酒，不但酬了作为宾的毕公，还酬了君主周武王以及其他参与者；若按照《燕礼》，他只能酬毕公，不能酬武王。第二，周武王对于献主周公也行了 ‘酬’礼，而按照《燕礼》，武王不必酬周公。”

丁文认为，这两点差异“意味着《耆夜》与《仪礼》所述宴饮礼体系是两码事”。实际上，两者本来就是两码事。《耆夜》所记是天子“饮至礼”，而《仪礼》所述是诸侯“燕礼”，怎么能等而视之？在诸侯“燕礼”中，担任献主的是大夫膳夫，君主自然不必“酬”他。而在《耆夜》的“饮至礼”中，担任“主”的周公乃武王之弟，武王“酬”他有何不可？

至于周公为何没有献酒，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在这场饮至礼中，周公本就不是膳夫之类的“献主”，而是作为典礼“主持”的“主”，自然没有必要去献酒了。对于膳夫为“献”，西周晚期的《善夫山鼎》已有所反映：

王曰：山，命汝官司饮，献人于□，用作宪司贾。（《集成》2825）

可见，在膳夫的职责里，本就有“献”这一条。而之于位列三公的周公，似乎就不在职责范围内了。

在遇到《耆夜》中的记载与传世礼书相抵触的情况时，丁文采取的处理方法往往是迷信传世之礼书而对新出土材料如《耆夜》加以质疑，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削足适履”式的误区。我们在研究周代礼制时，对以《仪礼》为代表的传世礼书提供的礼学体系的适用范围要有清醒的认识。前文已述，《仪礼》并非周初实录且以记录士大夫阶层的礼制为主，在考量西周王室礼制时的作用不应该被高估。丁文说：“假如我们认可了《耆夜》篇所述礼制，那我们不得不放弃传世‘三礼’文献关于宴饮礼的知识体系，或者至少要对现存只是体系作重大修改。我们真的要依据《耆夜》来改写中国礼学史吗？”实际上，随着上世纪以来金文等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许多关于礼制传统的认识都已经被修正甚至颠覆。如果对传统认识的“破坏”带来的是对历史真实的更近一步，那么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5、武王、周公现场作歌问题

丁文在第五部分中讨论了武王、周公现场作歌的问题。按照惯例，丁文先把《仪礼》中对用乐的记载进行了总结，并指出《耆夜》与之相比几乎没有相似性。这就给读者带来一个困惑：为什么《耆夜》的记载就一定要和《仪礼》丝丝入扣而不能有半点僭越？且不论《仪礼》的成书年代尚存争议，即使其所有篇章都为先秦旧籍，就能代表先秦礼制的全部吗？

丁文说《耆夜》“每酬必作歌”，“参加饮至礼的至少七人”，“互相‘敬酒’则有四十九次以上”，“如果每酬必作歌，那就不是‘饮至礼’而是‘乐至礼’了”。而简文呈现给我们的作歌实际上只有五首，其他的“四十四首”与“每酬必作歌”的结论仅存在于丁文的想象。

退一步讲，即便饮至礼中充斥着“作歌”又有何不可？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中，本就是以“言”字来记燕礼。如：

《伯矩鼎》：伯矩作宝彝，用言王出内事人。（《集成》2456）

《□卣》：□作旅彝，孙子用言出入。（《集成》5354）

后来由于音近假借，“言”逐渐被“宴”与“匽”所替代，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燕礼”。虽然后世不再用“言”字记燕礼，但燕礼言事的功用依然得以保留。武王、周公等人虽然不是“歌手”，但作为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贵族，在饮至礼上“诗以言志”似乎也不足为奇。

丁文还说：“但是《耆夜》用乐只有一种，就是主人和君王当场原创乐歌！没有乐队，没有工歌、笙奏、间歌、合乐，似乎谁酬酒谁就唱出自己的诗歌作品，而且是一种‘清唱’！难道在周武王八年周人尚未建立自己的乐队？这些政治家和将军们个个都是唱歌的好手？”丁文在这里连用了两个感叹号，足见其心情之激动。但是如果平心静气地去读一下原简，似乎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简文的记载中确实“没有乐队，没有工歌、笙奏、间歌、合乐”，但没记载就代表没有吗？《耆夜》篇统共14支简，篇幅尚不足五百字，且立足于叙事。要求它把所有的礼节叙述清楚，是否太过苛刻了？至于所谓的“当场原创”乐歌，则完全是对“作”字的误读。“作”有“创作”意，古书常见。如《论语·述而》“述而不作”，就是孔子说自己只传述而不造作。而“作”一旦跟“诗”联系起来，很多时候表示的意思是“朗诵”或者“演奏”
。《耆夜》中武王、周公“作歌”，恐怕还是应该理解为他们朗诵了既有的诗篇。

至于丁文提出的“作歌一终”的问题，清华简整理者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作者竟然视而不见？“作歌一终”的说法并非《耆夜》首创，实则《吕氏春秋》已有之：“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
，其句式与《耆夜》基本一致。

6、武王二诗与酬酒仪注相矛盾问题

在这一部分中，丁文提出的困惑是去“酬酒”的武王为何要劝自己快“干杯”。
实际上，丁文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既然酬酒是用同一个铜爵，第一爵由酬酒者自己先饮，然后再去斟满让被酬者喝。那么如果酬酒者不“嘉爵速饮”，被酬者如何“后爵乃从”呢？

其实，如果我们跳出丁文的思路，可以将这一问题看得更为透彻。我们知道，西周以降四言诗体的形成与当时流行的四言成语有很大关联。
“嘉爵速饮”、“后爵乃从”恐怕也如“穆穆克邦”、“万寿无疆”一样，是当时社会中流传甚广的成语。既然是流行的劝酒词，又何须深究它是用在“酬酒”抑或“献酒”中呢？更何况如果上述两首诗篇是武王“朗诵”而非“创作”，据此推论“《耆夜》的作者生活在酬酒仪注没有形成的时代，或者生活在用多只就被饮酒的时代”是否就显得太过牵强了？

7、周公作诗的“出戏”问题

关于《耆夜》篇末周公作《蟋蟀》诗的描述，丁文认为有两处不妥：

一是“周公忘记了自己当时的‘献主’身份，完全不顾武王尚在现场，暴露出帝王教训大臣的气度，颇有‘出戏’之感。”

实际上，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逸周书·寤敬》中，甚至还有周公教训武王的记载：

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

周公曰：“天下不虞周，惊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维王，克明三德维则，戚和远人维庸，攻王祷，赦有罪，怀庶有，兹封福。监戒善败，护守勿失。无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不骄不吝，时乃无敌。” 

王拜曰：“允哉！余闻曰：维乃予谋，谋时用臧，不泄不竭，维天而已。余维与汝监旧之葆，咸祗曰：后戒维宿。”

二是《蟋蟀》所表达的居安思危、戒骄戒躁的思想该有由武王来说，还轮不到周公。此说看似合情合理，但实则文献中已有反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郑大夫印段就曾为之赋《蟋蟀》。既然印段可以在郑伯面前赋《蟋蟀》，周公又何尝不可？

二

如果我们在前文作出的解释能够被接受，那么丁文对《耆夜》真伪问题的疑惑也便可以涣然冰释了。然而在新材料层出不穷的今天，为什么仍然会有学者对清华简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呢？下面笔者将对丁文的一些文献辨伪方法进行反思，并就如何阅读出土文献谈谈我们的看法。

1、使用“默证”要有限度

我们知道，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了兴起了一股对古代典籍与古史传说进行辨伪的思潮。这其中又以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发挥的作用最大，取得的成就最多，并形成了一套以文献辨伪方法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丁文在对《耆夜》篇的辨伪过程中，虽未言明受其影响，但在采用的辨伪方法上是一脉相承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过度使用“默证”。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何为默证。张荫麟先生在批评顾颉刚先生时曾为之定义：“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
具体到某一篇文献，就是没有相关记载便不存在相关史事。

丁文使用“默证”最典型的例子是对《耆夜》中用乐问题的讨论。丁文说：“但是《耆夜》用乐只有一种，就是主人和君王当场原创乐歌！没有乐队，没有工歌、笙奏、间歌、合乐，似乎谁酬酒谁就唱出自己的诗歌作品，而且是一种‘清唱’！”确实，《耆夜》没有对饮至礼中采用的乐队、工歌、笙奏、间歌、合乐进行详细地描述，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在饮至礼中不存在。《耆夜》不是介绍礼乐制度的专书，不可能把典礼中所有的细节都包罗其中。张荫麟先生指出：“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对于默证使用的限度，他说：“是以默证之应用，限于少数界限极清楚之情形：一、未称述某事之栽籍，其作者立意将此类之事实为有统系之记述，而于所有此类事皆习知之(例如塔西佗Tacitus有意列举日耳曼各民族Notitia dignitatum，遍述国中所有行省，各有一民族、一行省为二者所未举，则足以证明当时无之)。二、某事迹足以影响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当入于作者之观念中(例如倘法兰克 Frankish民族有定期集会，则Gregory之作《法兰克族诸王传》不致不道及之)。”观丁文对默证的使用，于上述两种情形都是不相符的。实际上，张荫麟先生已引《史学原论》说：“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全未失而后可”。其条件之苛刻
，足见要使用默证还需慎之又慎。

值得一提的是，丁文对“默证”还有一处“巧妙”地反向运用。丁文说《耆夜》篇用乐是“每酬必作歌”，“参加这次饮至礼的只计算有名字人物就有七人，他们是武王、周公、毕公、姜太公、邵公、辛甲大夫和作策逸，互相‘敬酒’则有四十九次以上，何况参加这次饮至礼的肯定不会只有此七人。如果每酬必作歌，那就不是‘饮至礼’而是‘乐至礼’了。”实际上，简文记载酬并作歌只有五次，并没有丁文所想象的“每酬必作歌”及“互相‘敬酒’则有四十九次以上”。丁文在这里的处理是：没有明文记载的，只要对自己观点有利，那么“这个可以有”。

2、是否可以把现有知识体系（传世文献）作为检验出土文献真伪的唯一标准

裘锡圭先生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文中谈到：“古典学跟其他学科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尤其在近现代，往往由于观念、方法的更新或重要新材料的发现，在较短的时期内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这可以称为古典学的重建。”
随着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批战国秦汉古书的出土，中国古典学已经进入了第二次重建的阶段。新出土文献由于其性质特殊（绝大多数为自写定后便沉睡墓中未经扰乱过的写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新认识，势必成为中国古典学重建所倚重的基础。如果时至今日仍然把以传世文献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出土文献真伪的唯一标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丁文在论述过程中，多次表现出这种倾向：

首先，丁文一开始就预设“《耆夜》的作者是按照燕礼的样式来写作的”，之后的论述中每每对《耆夜》中与燕礼相左之处进行质疑。前文已述，《耆夜》所反映的是天子饮至礼而《仪礼·燕礼》描述的是诸侯的燕礼，两者本不是一码事。更何况，《仪礼》的成书年代至今学界尚有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其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中期
，未必先于《耆夜》。如果不能证明《仪礼》成书早于《耆夜》，又怎么能去要求《耆夜》的作者严格按照燕礼的记载而丝毫不能违背呢？

再者，丁文认为凡是与传世文献相违背的都是伪造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东堂之客”问题的讨论。丁文说：“主人居东，宾客居西，凡是客人必在西，‘东堂之客’在礼制上几乎没有理由出现”。传世文献中确实没有客在东的例子，但是不能排除在我们没见到的佚籍中会有这样的例外。我们知道，先秦典籍历经两千余年的流传以及其间的多次劫难，至今十不存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世文献，可以说只是沧海之一粟。没见到的就说不存在，丁文在这里再次使用了默证。由“已知”去推论“未知”的方法固然没错，但问题是我们目前对古典学问题的“已知”实在是有限的。因此，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必须对我们所未见但却实际存在过的文献有充分考量。

此外，丁文在讨论本国大臣称“宾”与称“客”问题时，也没有注意到出土文献的特殊性。丁文说：“在《仪礼》一书中，表示主客关系的词绝大多数情况下用‘宾’不用‘客’”，而“《耆夜》一文‘用客不用宾’，对清华简‘战国楚简’说十分不利。”梁启超先生在讨论古书真伪时曾提出过辨伪的“五大法门”
，其中有“从文章上辨别”。丁文在这里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殊不知，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必须以对所考察对象的全面了解为基础的。我们知道，先秦典籍在入汉以后大多经历过一次重新“厘定”，很多字的用法都已经失之原貌。特别是《仪礼》这类秦火之余，在由六国文字转写成汉代通行文字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定的损伤。丁文不对战国楚简中“宾”与“客”的用法做归纳，仅据《仪礼》以及其他传世文献中的用法来要求《耆夜》，岂不缪哉？
出土文献对于我们研究古典学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认出了多少新字，也不是校通了多少古书，而是为我们展现了相对固有知识体系而言更加丰富的古代社会的面貌。在这样一个新材料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认识不能够再停留在五经所描绘的图景中，而应该是多元、多线程的。丁文所表现出来的对传世文献的迷信，反映出现在有些学者的认识还停留在“抱经泥古”的阶段。丁先生近年来对清华简表现出了极大地关注，但基本上以讨论其真伪问题为主。究其原因，还是惑其有违“经说”而产生的先入之见。令人可喜的是，最近丁先生对清华简的认识已经从《保训》的“现代作伪”
转变为《耆夜》的“没达到战国中后期一般学者的水平”。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出土文献的性质与意义将会得到更清晰的认识，也将会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到古典学重建的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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